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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我国新闻事
业逐步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格局：党营、公营
和公私并存的新闻体制为单一的公营新闻体制所

替代， 在中国大陆建立起一个以共产党党报为主
体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体系。 新中国成立 60多年
来，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不断发生变化，作
为政治、 经济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新闻事业在社
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断变化。 我国新闻事业
坚持党性原则，是党的一个工作部门，这意味着我
国的新闻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政党政治传播为

主要特征的政府传播的一部分， 在以阶级斗争为
纲的年代里，政府传播具有较强的传播力。 随着我
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传播技术的

革新，我国政府的传播力也在不断发展变化。

一、政府传播与政府传播力

政府是一个国家为维护和实现特定的公共利

益，按照区域划分原则组织起来的，以暴力为后盾

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组织。 广义的政府是指国
家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军事机关等
公共机关的总称，代表着社会公共权力。 狭义政府
指国家政权机构中的行政机关， 即一个国家政权
体系中依法享有行政权力的组织体系。 本文的政
府是指广义的政府。
目前关于政府传播内涵的认识主要有两类，

一是从公共行政管理的角度研究政府传播， 如有
学者认为，“政府传播是指政府的各种传播行为,如
公共信息发布、组织内部信息传达与沟通、政策决
策过程中的信息收集与舆论观察、 民主政治与公
众的政治参与中的信息交流、 政府的政府传播活
动等等”[1]。 二是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政府传播，如
程曼丽认为，政府传播“是指政府利用大众传播媒
介进行的信息传播 ,或政府面向大众进行的传
播 ” [2]。 本文认为，政府传播是政府行政行为与传播
行为的结合， 它包括政府直接传播和政府间接传
播两方面。 政府直接传播是指政府直接向公众传
播信息的行为， 政府间接传播是指政府通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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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主要是新闻传播媒介）向社会传播信息的行
为。 政府直接传播又分为政府内部传播和政府外
部传播两个方面。 政府内部传播是政府对内部各
部门和人员进行信息传达的行为， 是组织传播的
一种。 这种传播是政府的内部行政行为，具有高度
的组织性和权威性，传播力较强。 政府外部传播是
政府向政府组织外的公众传播信息的行为， 如政
府新闻发布会、政府公告等。 本文的政府直接传播
概念是指政府外部传播。
那么什么是政府传播力呢？ 在弄清什么是政

府传播力之前先看看什么是传播力。 近年来“传播
力”是使用频率较高的词，但对于什么是传播力却
分歧较大。 国内最早提出传播力概念的是刘建明
教授，他认为“传播力是媒介传播力的简称，指媒
介的实力及其搜集信息、报道新闻、对社会产生影
响的能力”[3]（P37）。他还认为: “从外在层次上看，传播
力包括媒体规模，人员素质，传播的信息量、速度、
覆盖率及社会效果， 其中传播效果是媒介传播力
的主要表征。 传播内容的权威性、 媒介人员的素
养、媒体管理水平、技术手段和资本是传播力的五
个决定性因素。 ”[4]（P40）该概念概括出了传播力的内

涵和外延 ,但其研究视域只限制在媒介 ,在传播主
体多元化的今天,这无疑缩小了“传播力”的内涵和
囊括范围。
在物理学意义上， 力是物体与物体之间的相

互作用，是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原因。 因此传播力
可以理解为传播主体的传播行为对传播对象的影

响力，它包括两个方面：指向传播者的传播能力和
指向受传者的传播效力。 而政府传播力则是政府
传播能力与传播效力的统一，其传播主体是政府。
政府传播能力是政府顺利完成某一传播活动所必

需的主观条件， 语义上更多侧重在传播主体的内
在要素与素质上[5]。 政府传播效力是指政府达成既
定目标的有效传播，是政府传播力的客观因素，是
对政府传播行为的测定与评价。 政府传播力根据
大小可分为四个等级：较强传播力、强传播力、有
限传播力、弱传播力。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传播力的
发展变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60 多年里，我国社会政治
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政府传播力也在不断变化，
根据社会发展不同阶段政府传播力的变化， 我国
政府传播力的发展变化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1949 年新中国成立至 1956 年新闻改革
失败的政府传播：较强传播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效法苏联，逐步

建立起公营的新闻体制。 这种体制的建立，大大强
化了政府在传播中的作用，可以说是以政府为主导
的传播。 这一时期，不论是政府直接传播还是间接
传播，都有较强的传播力，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新政府有较高威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
成立结束了中国几十年的混乱历史， 人们对新政
府期待较高。 “新中国刚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威信
极高，党报的公信力也极高，无论是经济新闻还是
政治新闻，人们主要以党报报道为准。 ”[6]（P395）而且，
当时新政府有很多新政策出台， 人们迫切需要权
威的信息来源和对信息的权威解读，“在这一方
面，私营报纸显然不如中共党报，读者也自然把目
光投向中共党报”[7]。 因此，这一时期的政府具有较
强传播力。

2.政府逐步控制全国媒体。 新中国成立后，共
产党的新闻机构和非共产党的新闻机构并存，公
营新闻机构与私营新闻机构并存， 但私营新闻机
构明显处于弱势地位。 这种弱势地位主要表现在
两个方面：一是在政治上，虽然党和政府最初采取
公私兼顾的政策， 但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以
及允许私营新闻机构并存政策的暂时性， 决定了
不论是现实的政治待遇还是人们的政治态度，私
营媒介都无法与公营媒介相比；二是在经济上，私
营报纸由于在采访活动和获得新闻来源方面的条

件较差，发行上不去，广告客户减少，造成经济上
难以为继，一些报刊相继停刊。 同时，从 1950 年下
半年开始， 党和政府决定对私营新闻出版业进行
社会主义改造，进展很顺利。 到 1953 年底，全国新
闻媒体全部国有化，党和政府控制了全国媒体，媒
体成为党和政府的传播机构。

3.新闻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尊重。 1950年代
上半期，党和政府先后召开了两次全国新闻工作会
议， 这两次会议都提出了新闻工作要联系实际、联
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指导方针，对于指导新
时期的新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个方针的指导
下，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和新闻工作的发展基本上遵
循了新闻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群众的认可。 正
如《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所说：“这三条应该是人
民报纸的方针，对于党报来说，更是唯一的方针。过
去的经验证明，能照着这个方针办的，报纸就办得
生气勃勃；做得不好的，或者离开这个方针的，报纸
就办得奄奄一息，没有生机。 ”[7]（P122）另外，1956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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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的新闻改革使新闻媒体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性，
新闻规律得到进一步尊重，新闻业出现了短期的生
机与活力。

（二）1957 年反右开始至 1978 年十一届三中
全会召开的政府传播：强传播力

1957 年 6 月 8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
《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的党内指
示，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标
志着长达 20 年的反右运动正式开始。 从此，我党
在极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文化大革命” 时达到
登峰造极的地步，直到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
开才扭转了这种极左路线。 为了配合反右斗争，以
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首先加强了对新闻媒体的

控制。 而对媒体的控制首先是从否定 1956年的新
闻改革开始的，接着毛泽东召见胡乔木、吴冷西等
人，提出“政治家办报”的观点。 “政治家办报”的本
质是强化主要领导人对新闻媒体的控制， 使媒体
成为权力之链的一个链条， 丧失自己独立思考能
力。 尤其在文革期间，党和政府对媒体的控制进一
步加强，报刊等媒体沦为政府的公告牌和啦啦队，
媒体传播等同于政府传播。 这一时期的政府传播
虽然充斥着现在看来假大空的内容， 但由于当时
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制约，从传播力的角度来看，当
时的政府传播力是强的，主要原因如下：

1.信息来源单一化，缺乏不同信息的比较。 这
一时期我国所处的国际形势非常复杂： 一方面是
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对

抗，试图颠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另一方面社会
主义老大哥苏联背信弃义，撕毁援助合约，与我国
处于对立状态。 在这种国际环境下，我国实行闭关
自守的政策，老百姓接触不到外界信息，加之所有
的媒体都是官方所有，几乎一个腔调，老百姓接触
不到不同观点。 在这种信息环境下，老百姓对政府
传播质疑的不多，政府传播对老百姓有强效力。

2.国民文化素质较低，缺乏对信息的辨别力。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教育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发

展，但大多数人所受教育有限，特别是占人口比重
较大的农村地区，民众接受文化教育的比例更低。
据有关资料记载， 到 1964 年， 我国虽然改变了
1949年刚解放时 80%的人口是文盲的状况， 但文
盲率仍然达 33.58%。 每十万人口中大专以上文化
教育程度人口只有 416 人， 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
人口为 1319 人，初中文化程度人口为 4680 人，小
学文化程度人口为 28330 人[8]（P99）。 文革浩劫期间，
许多学校停课，教育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因此我国

整体国民文化素质较低， 文化素质较低的人缺乏
对信息的辨别力，最易受政府宣传鼓动的影响。 加
之当时个人崇拜盛行， 领导人一发话， 就会造成
“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的现象。

3.政治与传播一体化，政府传播具有较强的渗
透力。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整个社会以阶级斗
争为纲，媒体沦为政府的传声筒和公告牌，政治与
传播一体化，舆论一律成为常态，媒体的新闻功能
丧失，政治性是媒体的唯一属性，宣传功能成为唯
一的功能。 而且无论是工厂、学校还是机关、农村，
都要建立读报小组， 把读报变成民众生活的一部
分，这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政治教育，这使得政府
传播具有较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

（三）1978 年改革开放至 20 世纪末的政府传
播：有限传播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我国抛弃了以阶级斗争

为纲的错误路线，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新闻事
业也翻开了新的一页，逐步向市场化、产业化方向
发展，功能日益多样化。 虽然党管媒体的管理体制
没变，但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媒
体已不是政府的简单传声筒， 其属性由单一属性
向多种属性转变，政府传播力下降，由强传播力变
为有限传播力。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开放
国门，国民接触到多样信息。 改革开放使我国加强
了与世界的联系，改变了信息来源单一的状况，国
民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信息,通过比较鉴别不同来
源的信息，对事物有更多元的认识。 政府不再是唯
一的信息来源，政府传播的效力大打折扣。 其次，
国民思想解放，政府权威下降。 改革开放前，个人
崇拜之所以盛行, 和闭关锁国的社会环境密不可
分，而个人崇拜导致政府有极大的权威性。 改革开
放解放了国民思想，使国民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主
要领导人的错误导致的党和政府的错误有更清楚

的认识，加之政府官员腐败现象日益增多，这导致
政府的权威性不断下降。 第三，市场化报纸崛起，
党报边缘化。 我国的新闻改革采取的是 “边缘突
破”的方式。 所谓“边缘突破”是指新闻改革的行动
往往首先在距离“党的喉舌”原则这一核心较远、
意识形态色彩相对较淡的地带展开， 同时， 新的
“边缘地带”又通过改革行动不断地被开拓出来 [9]。
党报党刊改革较为缓慢，而市场化媒体如都市报、
晚报的崛起，使党报党刊面临边缘化危机。 主要表
现为党报党刊的发展空间受到挤压 ,其发行、经营
市场呈明显的萎缩之势 ,受众面越来越小 ,媒体对
主流人群的影响力在不断减弱。 而党报党刊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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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化使政府传播力大为减弱。
（四）20世纪末以来， 随着网络等新媒体的发

展，社会化媒体崛起，政府传播力逐步弱化
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 我国的受众地位

主要经历了这样几种变化：首先是被动的受众。 反
右斗争扩大化之后，媒体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舆
论一律成为常态， 读报听广播是日常政治生活的
一部分，受众看什么不看什么都是被动的。 其次是
主动的受众。 改革开放之后，市场媒体日益增多，
受众除了用货币投票、遥控器投票之外，还通过各
种方式对传播者的传播行为进行反馈， 对传播者
进行制约。 第三，20 世纪末以来，随着网络等新媒
体的发展，社会化媒体崛起，传播者和受众界限日
益模糊，公民新闻成为一种重要的传播样式。 政府
不能再通过控制媒体来垄断新闻信息的传播，社
会化媒体为普通公民提供了传播信息的平台，普
通公民由过去的信息接受者一跃成为重要信息的

发布者、政府及传统媒体发布信息的质疑者。
在传统媒体时代， 民众的信息来源主要是政

府和媒体，政府通过控制媒体来垄断信息的发布。
根据政府控制媒体的程度， 政府传播力可分为较
强传播力、强传播力及有限传播力；在社会化媒体
崛起的背景下，民众不但是信息的接受者，还是信
息的传播者，政府无法垄断信息的发布，其传播力
逐步弱化。 孙志刚案是公民新闻传播挑战政府传
播的第一案，是公民新闻崛起的标志性事件，后来
发生的躲猫猫事件、华南虎事件、杭州飙车事件以
及周克华案等表明，我国政府传播力进一步弱化。

三、我国政府传播力的演变逻辑

事物的变化都有其内在的规律性， 是主客观
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 政府传播力的演变也是如
此。 纵观六十多年来我国政府传播力的发展变化，
其演变绝不是偶然的， 和社会的政治经济等社会
变化密切相关，认识我国政府传播力的演变逻辑，
对于认识新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规律具有重要

意义。 上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传播力的四
个发展阶段及其变化，是由以下三种因素决定的：

（一）政治逻辑
政治性一直是我国传媒的主要特性。 与西方

媒介的发展主要由经济推动不同， 中国媒介的生
长动力机制主要是政治需要。 即媒介主要由政治
需要产生，在政治斗争中发挥政治宣传作用，随政
治的风云变幻而起伏消长。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传

媒与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 逐渐成为政治权力的
一部分，充当党和政府的传声筒，是政府传播的主
要平台。 可以说，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
政治逻辑是影响政府传播力的主要因素。

（二）市场逻辑
改革开放之后， 我国传媒业的市场影响因素

逐步增加， 市场化媒体迅速发展并很快成为主流
媒体，而党报党刊日趋边缘化。 市场化生存是中国
大部分传媒业的现实选择， 而为了更好地在市场
中发展， 传媒业必须尊重市场规律、 新闻传播规
律。 尽管党管媒体这一原则没变，党和政府完全可
以利用权力来逼迫媒体按其要求进行宣传， 但尊
重市场规律是开明政府的理性选择， 而且在改革
开放的大环境下，任何违背市场规律、新闻规律的
行为都会遭到民众的反感和抵制， 其传播效力会
大打折扣。

（三）技术逻辑
20 世纪末以来，随着网络等新媒体的发展，技

术逻辑成为影响我国政府传播力的重要因素。 技
术的发展改变了我国媒体的生态环境， 也改变着
政府对媒体的管控理念， 政府垄断信息传播的时
代一去不复返了。 技术的发展为普通公民提供了
表达渠道，促进了民间微内容、微价值、微力量的
聚集，形成一种新的对立力量，对政府传播力构成
挑战。 纵观我国新闻传播史，技术始终是影响传播
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在网络技术出现之前，技术对
传播发展的影响几乎威胁不到政府对信息发布的

控制。 web2．0时代的到来拓展了公民的表达空间，
大大增加了政府信息控制的成本， 任何试图掩盖
真相的行为都是徒劳的。
值得注意的是， 影响我国政府传播力演变的

政治逻辑、 市场逻辑和技术逻辑并不是孤立存在
的，而是不断相互博弈的，特别是网络等新媒体的
崛起更是加大了这种博弈的力度。 改革开放之后，
虽然总的趋势是政治因素的影响在弱化， 市场和
技术的因素在增强， 但由于传媒管理体制的制约
及管理者法制观念的淡薄， 政治因素的影响时强
时弱，这取决于管理者的开明程度。 不管市场和技
术如何发展， 政治逻辑将始终是影响我国政府传
播的重要因素。 但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市场和技
术的发展将成为政治逻辑的重要制衡力量， 任何
依仗权势，粗暴干预信息传播，企图蒙蔽民众的行
为不但不能达到目的， 反而会大大降低政府和执
政党的威信，损害其形象。 因此，政府应积极进行
传播管理制度创新，促进新闻传播法制建设，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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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民众的沟通， 在政府传播与公民传播的互
动中提升政府传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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